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隔代教养方式对农村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进一步探索父母的教养投入是否对隔代教养家庭中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具有

调节效应。采用隔代教养问卷、父母教养投入量表和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

对陕西农村的380个家庭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家庭隔代教养类型

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完全隔代教养家庭儿童的社会性

发展水平显著低于不完全隔代教养家庭的儿童，也显著低于完全父母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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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情绪与社会性发展

主持人 刘精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关于教育不平等问题

的讨论经历了几个关键的转折，从对教育获得差异的家庭与社会原因的探索，到侧重儿童的学

校教育过程的分析，再到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研究等，较好地体现了一个逐渐扬弃传统

教育不平等议题、回归儿童发展本身的学术发展历程。但长期以来，囿于人们对教育公平问题

的过度甚至是偏狭的解读，教育社会学对儿童发展的认识仍然较为零散。生理、认知、情绪或

情感、社会性，是儿童发展的三个基本领域。社会科学研究如何以这三个领域的发展规律为基

础探索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等因素对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在国内尚是一个并未完全展开的

学术领域，或可称之为“儿童发展社会学”。本专题三篇论文从不同社会过程或社会结构条件

来探讨儿童心理、情绪、社会性发展，是对儿童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隔代教养对

农村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兼论父母教养投入的调节作用》呈现了隔代抚养对儿童社会性

发展影响的复杂形态，证明父母的教养投入是儿童健康人格发展更关键的影响力量，为推动国家

家庭教育政策的落实提供了重要研究支持；《农村户籍儿童的出生顺序与非认知能力——基于亲

子互动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则发现在家庭资源相对有限的农村家庭，出生顺序对儿童的社会性

沟通交往能力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约束作用；《方言能力、学校融合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发

现语言适应性这一关键的移民适应能力对流动儿童心理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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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儿童，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隔代教养类型与父母教养投入交互作

用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即使在完全隔代教养家庭中，如果父母教养投入

较高，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也趋于正常。上述研究表明，农村完全隔代教养方

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最为不利，因此，提高父母的教养投入是此类家庭干预

的关键点。

【关键词】隔代教养 儿童社会性发展 父母教养投入

一、问题提出

社会性发展是儿童健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第一个场所，家庭

内的社会资本（如教养投入、父母期望、亲子间的情感支持等）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直接因

素［1］。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6102.55万人，其中

46.74%由隔代亲人照管［2］。农村隔代教养方式下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更值得关注。目前对于隔

代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这意味着隔

代教养的家庭系统中还有其他可能的保护性因素未被分离出来，如隔代教养类型、父母教养投

入的影响。本研究拟探究不同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并探索父母的教养投

入如何与隔代教养交互作用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以期为农村隔代教养家庭教育和干预提供

实证支持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儿童社会性发展界定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又称“儿童社会化”“儿童社会能力发展”。儿童社会能力是指儿童为实

现他们的人生目标并能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所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其中包括社会价值、积极

的自我认同、与他人交际的技能、自我调节、计划和做出决定、文化能力、情商等方面［3］。国内学

者陈会昌认为，社会性是由于个体参与社会生活、与人交往，在他固有的生物特性基础上形成

的独特心理特性，它们使个体能够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正常地与他人交往，接受他人影响，也

反过来影响他人，在努力实现自我完善过程中积极地影响和改造周围环境［4］；其包含遵守社会

规则、社会认知、意志、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同伴关系等15个测量指标［5］。因国内学者对儿

童社会性发展的定义和测量指标更加全面和本土化，本文采用以上界定。家庭为儿童提供了

最初的社会关系、行为和角色的榜样、社会认知和价值渗透。因此家庭教养方式和环境是儿童

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场所。

（二）隔代教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隔代教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隔代教养是指由祖辈完全或部分承担起抚养孙辈

的责任，分为完全隔代教养和不完全隔代教养两种类型［6］。完全隔代教养是指儿童的生活和

教育完全由祖辈负责。例如，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不完全隔代教养是指父母和儿童短暂

分开，祖辈暂时承担养育责任或者祖辈与父辈住在一起共同抚养孙辈。狭义的隔代教养是

指祖辈承担主要或全部的抚养孙辈的责任。如学者李阳和曾彬认为隔代教养是祖辈单独抚

养孙辈［7］，凌辉等提出隔代教养即以祖辈为主的教养模式，祖辈承担主要责任，对孩子的生

活、教育和身心健康施加主要影响［8］。本研究采用广义的隔代教养的内涵，即包含完全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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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和不完全隔代教养两种形式。

在社会经济转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隔代教养是农

村家庭迫不得已的选择。对于隔代教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一

类研究认为隔代教养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更大。例如，国外研究发现，由祖辈抚养的儿童中，

31.3%的儿童行为问题达到临床诊断标准［9］。由祖辈抚养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情绪和问题行

为［10］。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在低收入城市社区3－16岁的非洲裔儿童青少年，犯罪率更高，存在

焦虑、抑郁情绪以及一系列的适应困难问题［11］。国内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隔代教养家

庭学生的行为问题检出率为 15. 7% ，显著高于亲代教养家庭学生的问题检出率（4.7%）［12］。隔

代教养对6－12岁儿童整体自立行为和学业自立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13］。与父辈抚养

的儿童相比，祖辈抚养的儿童情绪更不稳定，情绪控制和调节能力更差，爱生气，阻碍儿童的心

理健康成长［14－15］。一系列研究发现，早期隔代抚养对儿童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16］、认知发展

水平无显著影响［17］，但对心理健康［18］、性格、人际关系、社会适应［19］等社会性发展有消极影响。

另一类研究认为隔代教养对儿童发展没有负面影响，甚至存在积极效应。印度［20］和

南非［21］的研究均发现，祖辈共同抚养的儿童有较低的抑郁检出率、较高的情绪智商和亲社会行

为。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单亲或者继亲家庭中，祖辈养育人承担责任越多，青少年的适应

困难越少［22］。学者石志道对上海地区婴儿期采用亲子养育和隔代养育两种方式的青少年进行

研究发现，两类青少年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明显差异，说明不同养育方式对儿童远期心理健

康的影响有限［23］。

分析影响研究结果异质性的因素可以看出：一方面与文化背景、城乡差异、隔代教养类型、

比较时参照对象的不同以及儿童发展领域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研究还未清晰地解释隔代教

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机制，例如，隔代教养家庭系统中其他因素如父母投入等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在隔代教养家庭中，母亲和父亲与儿童的依恋可以相互弥补，而祖辈与儿童的依

恋无法弥补和替代母亲与儿童的依恋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24］，意味着在隔代教养家庭中父

母投入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三）父母投入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一家庭环境中的各个家庭子系统的影响是

相互交织的［25］。父母教养投入是维持隔代教养家庭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父母教养投入

是指父母为了促进孩子健康发展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投入，是父母教养的核心内容［26］，它

侧重父母教养孩子的内容与行为。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投入对儿童青少年共情意识［27］、青少年

的亲社会行为［28］、儿童的孤独感［29］都有着显著影响。在隔代教养家庭中，父母缺场、亲子分离

并不必然带来父母养育缺位、亲子关系断裂，父母可以通过电话、视频、微信等方式让留守儿童

感受到父母在位［30］。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投入主要受到自身教养价值态度［31］、对孩子的教育期

望［32］等个体因素的影响。那么，在隔代教养的模式下，父母教养投入的情况到底如何？隔代教

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是否会因父母教养投入的高低而产生变化呢？回答这些问题，有

助于厘清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影响的内在机制。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明确隔代教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本研究以农村家庭为研究

对象，探索完全隔代教养、不完全隔代教养形式与完全父母教养相比，是否会对儿童社会性发

展产生不良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我们倾向于假设在完全隔代教养、不完全隔代教养方

式下，儿童社会性发展显著落后于完全父母教养的儿童。如果以上假设成立，那么我们进一步

推测：父母教养投入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父母教养投入与隔代教养对儿

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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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农村3－6年级的小学生家庭，填答人为儿童及其父母，所有量表均为

配对填答。为了便于对比，我们同时对三类家庭（完全隔代教养、不完全隔代教养、完全父母

教养）进行研究。研究者在陕西省某县的农村学校发放580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80组。其

中，孩子是三年级的占23.5%，四年级的占23%，五年级的占25%，六年级的占28.5%；男孩占

42%，女孩占58%；完全隔代教养占总人数的23.4%，不完全隔代教养占总人数的36.6%，完全

父母教养占总人数的40.0%；填答人为父亲的占38.5%，填答人为母亲的占61.5%。父母职业

中，专业技术人员占4.5%，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占4.8%，工厂企业职工占13%，个体劳动者（特

指农民）或自由职业者占73.2%，其他类型占比4.5%。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占

7.9%，初中或同等学历占63.9%，高中或同等学历占18.9%，大专或高职占5.3%，本科及以上占

3.9%。家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家庭占总人数的14.2%，500－1000元的占25.3%，1000－

2000元的占22.9%，2000元以上的占35.8%。

（二）研究工具

1. 儿童社会性发展

采用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对儿童的父母进行施测［33］。该量表由15个因素组成，每个因

素4个项目，共60个项目。其中的15个因素分别为遵守社会规则、社会认知、意志、生活习

惯、内外向性、依恋家人、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同伴关系、非侵犯性、独立性、诚实公正、共情

和助人、好胜心、自尊心。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

1－5分。总分越高，表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越好。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6。

2. 父母教养投入

本研究采用伍新春等人编制的《父母教养投入问卷》［34］，对儿童的父母进行施测。父

母教养投入问卷共56个项目，为自陈式问卷。由互动性、可及性、责任性三个维度组成。

互动性指无论是否有第三方（如祖母）在场的父母直接与儿童互动的行为，例如，“我抽出

时间和孩子聊天”；可及性指父母未发生直接互动，但当儿童需要时，父母能做出回应，例

如，“没和孩子在一起时，我会主动联系他/她（打电话、发短信等）”，着重显示了现代科技

在父母可及性方面的作用；责任性指父母为了孩子长远、顺利发展而做的准备、积累、规

划、支持等活动，这些活动没有与儿童直接接触，但会对儿童的生活产生影响，例如，“我以

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问卷采用0－4级评分（0表示“从不”，1表示“偶尔”，2表示

“有时”，3表示“经常”，4表示“总是”）。问题具体包括父母根据自己最近一年来投入儿童

教养的行为频率做出选择。得分越高，说明父母的教养投入越高，本次调查中父母投入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7。

3. 隔代教养模式

设置一道问题，由儿童填答。问题内容为你属于哪一种教养类型，答案设置为3个类型：

完全隔代教养（例如父母在外地工作，完全由祖辈抚养）、不完全隔代教养（例如由祖辈与父母

一方共同教养）和完全父母教养。

（三）施测程序

由研究者对班主任老师进行培训后，发放问卷。学生填答完属于自己的一道问题后，其

余问卷装入信封，由学生带回家让家长填答后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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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共有26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1个

因子的解释量占比为24.30%，小于临界标准40%［35］。因此，本研究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二）儿童社会性发展在不同教养类型上的差异分析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在不同教养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F＝10.921，p＜0.001）。事后检验显

示，完全隔代教养家庭的儿童社会性发展得分显著低于不完全隔代教养和完全父母教养的儿

童，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见表1）。

表1 儿童社会性发展在不同教养类型上的差异分析

教养类型

完全隔代教养

不完全隔代教养

完全父母教养

注：***p<0.001，** p<0.01，* p<0.05；A：完全隔代教养，B：不完全隔代教养，C：完全父母教养。下文同。

N

89

139

152

M

227.70

242.68

248.88

SD

41.53

29.83

32.96

F

10.921***

事后检验

A<B，C

（三）父母教养投入在不同教养形式上的差异及其与因变量的相关分析

父母教养投入在不同教养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F 父母教养投入＝8.10，p＜0.001；F 互动性＝

9.58，p＜0.001；F 可及性＝6.23，p＜0.01；F 责任性＝56.07，p＜0.01）。事后检验表明：在父母教养投

入总分上，完全隔代教养模式下父母教养投入显著少于不完全隔代教养和完全父母教养的

家庭。在父母教养投入的子维度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上，均呈现出相同的差异趋势。

父母教养投入与儿童社会性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显著（R 父 母 教 养 投 入＝0.41，p<0.01；R 互 动 性＝

0.37，p<0.01；R 可及性 ＝0.40，p<0.01；R 责任性 ＝0.41，p<0.01），表明父母教养投入越高，儿童社

会性发展越好（见表2）。

表2 父母教养投入总分及各维度在不同教养形式上的差异及相关系数

维度

父母教养投入

互动性

可及性

责任性

完全隔代教养
（M±SD）

137.23±51.22

50.50±20.87

20.92±7.88

65.80±24.26

不完全隔代教
养（M±SD）

154.55±28.89

57.66±11.70

23.63±4.66

73.26±14.44

完全父母教养
（M±SD）

154.47±29.10

58.48±11.80

23.00±5.84

73.00±14.80

F

8.10***

9.58***

6.23**

6.07**

事后检验

A<B，C

A<B，C

A<B，C

A<B，C

儿童社会性

0.41**

0.37**

0.40**

0.41**

（四）不同教养形式与父母教养投入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影响的交互效应分析

首先将父母教养投入以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变量为参照，做K－均值聚类分析。

所有样本分为两类：一类为高父母教养投入组（N＝264）；另一类为低父母教养投入组（N＝

116）。然后，以隔代教养（3种类型）以及父母教养投入（2个水平）为自变量，以儿童社会性发展

为因变量，做3×2的多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把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

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结果见下页表3。结果表明，隔代教养类型和父母教养投入的主效应均

显著［F（2，364）＝9.57，p<0.001；F（1，364）＝45.75，p<0.001］。隔代教养类型与父母教养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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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效应显著［F（2，364）＝11.83，p<0.001］。

表3 隔代教养形式与父母教养投入的交互效应检验

变异来源

家庭月收入

父母受教育程度

教养形式

父母教养投入

教养形式×父母教养投入

误差

SS

176.13

0.02

19398.35

46385.57

23995.82

369027.26

DF

1

1

2

1

2

364

MS

176.13

0.021

9699.17

46385.57

11997.91

1013.81

F

0.174

0.00

9.57***

45.75***

11.83***

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高父母教养投入组，三种教养形式在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上两两差异均不显著（M完全隔代教养＝251.15，SD＝4.63；M不完全隔代教养＝245.22，SD＝3.17；M完全父母教养＝

252.72，SD＝3.04）。而在低父母教养投入组，完全隔代教养的儿童社会性发展（M＝199.96，

SD＝5.06）显著低于不完全隔代教养儿童（M＝236.28，SD＝5.30，p<0.001），也显著低于完全父

母教养的儿童（M＝237.39，SD＝5.39，p<0.001）（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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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隔代教养类型与父母教养投入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交互效应图

五、讨论

（一）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完全由祖辈抚养的儿童社会性发展显著低于完全由父母抚养的儿

童，而不完全隔代教养家庭的儿童未见差异。这说明隔代教养对儿童的发展不能一概而论，只

有在由祖辈承担完全抚养责任的家庭中，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才会受到负面影响。学者郭筱琳

研究隔代教养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36］。与父母同住的隔代教养方式对

儿童的言语能力、执行功能、心理健康的发展无消极影响，而祖辈单独抚养对儿童的心理健康

发展水平有消极影响。这个结果提示我们，哪怕只有父母一方在身边陪伴，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就可以达到正常水平，确认了完全隔代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有不利影响。本研究中的数据也

显示，在不完全隔代教养的家庭中，父母投入在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上与完全父母教养的

家庭并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其儿童社会性能够正常发展的一个原因。

（二）父母教养投入的保护作用

父母教养投入与隔代教养类型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也就是说，即使

在完全隔代教养家庭，如果父母能够通过电话、视频、微信等方式，让儿童感受到父母的关注

（互动性），认为自己需要的时候父母可以提供积极支持（可及性），多做正面引导，为孩子规划

未来（责任性），依然可以弥补父母不在身边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在隔代教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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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父母即使不与儿童在同一时空中生活，父母和留守儿童也可以通过社会互动的不断积累而

产生心理上的亲代在位［37］。这种父母的心理在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母亲的影响。

最近针对中国儿童的研究也表明，在隔代教养家庭中，即使共同抚养人奶奶比母亲陪伴儿童的

时间更多，但是只有母亲与儿童的情感依恋才是教养行为影响孩子抑郁症状的中介变量，而不

是祖辈－儿童依恋［38］。祖辈与儿童的依恋无法弥补和替代母亲与儿童的依恋关系对儿童发展

的影响［39］。这些研究结果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祖辈父辈共同抚养的儿童社会性可以正常发

展的原因。一般而言，父母一方外出，大部分是母亲留守在家，本研究样本中，也是约60%的家

庭是母亲留守。母亲在身边的陪伴，似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的缺位。在完全隔代教养模

式下，高教养投入的父母通过每年与孩子的一两次相聚，以及平时生活中与孩子远程的沟通和

情感表达影响着儿童，儿童也通过在场的具象父母与不在场的责任父母的形象，建立了较强的

亲子联结，从而缓冲了祖辈教养中的不利因素对儿童的影响。而如果外出的父母缺乏教养责

任和投入，不知道如何与孩子沟通，那么就会使得留守儿童暴露在不利的教养环境中。祖辈教

养对儿童的社会性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祖父母对儿童的教养属于“养而不教”。由于文化水

平、知识储备和精力等各方面的限制，祖辈能够让留守儿童“吃饱穿暖”已经不易，对于儿童的

情绪健康、同伴关系、社会认知、共情和助人等社会性的发展和引导就显得力不从心。而这部

分的教养责任显然应该由“缺席”但不能“缺位”的父母来承担。

（三）启示和建议

国外学者对隔代教养家庭的干预倾向于改善祖辈的抚养质量［40］。然而本研究的结果表

明，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强化父辈教养投入更具有关键作用，也更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

父母与孩子的亲子联结具有较强的保护作用，不可替代；另一方面，年轻的父辈比起年迈的祖

辈来说，接受新知识和观念的能力更强。学校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主体，要坚持父母是儿童教

育的第一责任人原则，摆正父辈教养和祖辈教养的位置，构建与留守儿童父母沟通的平台和机

制，激发远在外地父母的养育责任和担当，引导他们深度参与儿童的学习和生活，远程关注并

参与引导儿童的情绪健康、人际关系、道德品质的发展。乡村社会工作服务站、公益机构等社

会服务机构在对留守儿童进行干预时，要加强对完全隔代教养家庭父母心理在位技能的培训，

改变年轻父母觉得自己身在外地，有心无力的认知困境。首先，要让他们意识到，虽然身在外

地，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孩子建立情感上的依恋关系和联结。其次，要引导他们增加与孩子

联系的频率，学习亲子情感沟通的具体技巧，表达对孩子的关爱与支持，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的

知识和规律，学会倾听、共情，建立与孩子的亲密情感联结，助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且样本量有限，研究结果的推论要谨慎。后续还应该开

展追踪研究及田野调查，把祖辈与父辈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更清晰地揭示隔代教养

家庭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为更好地服务于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更有力的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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